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结构演变与影响因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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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桥头堡，助力我国加快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本文选取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历年科技创新能力相关数据构建成面板数据集。为了能够进一步分析湾区区域间的科技创新能力差异，将湾区划分成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基于空间差异、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计量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借助GeoDa、ArcGIS和Stata数据分析软件，深层次地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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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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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the bridgehead of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helping China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This paper selects data related 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9+2"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ver the years to build a panel data set.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mong bay area regions, the bay area is divided into West bay, Central bay, East bay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patial differenc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measurement, and with the help of GeoDa, ArcGIS and Stata data analysis software,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re deeply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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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回顾经济社会的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技发展水平不占优，就难以提升综合国力，难以长久的繁荣昌盛。综观全球科技创新，湾区已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风向标，湾区经济具有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最具创新力的发展模式[1]。目前世界各国面临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全球整体科技创新格局正在逐渐重构。把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全球区域的创新中心和成为孕育中国硅谷的摇篮也同时迎来了历史机遇[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如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从2015年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之后，《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关各级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并颁布了很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指导性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目标可以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竞争力，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三种法律体系”共存的湾区，这种本质差异决定了湾区城市协同融合发展、创新要素便捷流动和形成有机整体的巨大难度[3]。当今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研究中国省域和省域间的科技创新能力[4][5]，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尤其是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发生极不平衡的现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逐步拉大，显然这种差异性增大不利于湾区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从2016年湾区内城市专利申请授权量来看，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专利申请授权量最高分别达到750 43件、483 13件，肇庆市和澳门最低，分别只有194 5件和179件。肇庆只有深圳专利申请授权量的2.6%。东湾惠州市、东莞市和深圳市的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为113 493件，西湾肇庆市、佛山市和江门市仅为为374 31件，湾区东西区域差异也很悬殊。因此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是一项艰巨、复杂和系统的工程，俨然全面摸清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差距、空间相关性以及影响因素，是快速有效地改善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差异、实现湾区城市科技创新联动发展和早日完成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湾区城市由于受先天禀赋、政策制度、经济基础和空间区位等条件影响，势必会造成湾区呈现空间差异性[6]。近年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已经很有学者参与其中，多数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赫芬达尔系数[7]、泰尔指数[8][9]、极差系数和变异系数等测算指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基于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经典的回归分析[10][11]，忽略了区域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效应。分析具有较强空间相关性的研究对象时，如果使用普通的OLS进行估计，会导致模型存在异方差等问题，则得到的结论缺乏科学性[12]。所以本文将空间位置因素纳入回归模型，首先采用莫兰指数分析方法，量化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性。其次加载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深度剖析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归纳总结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启示和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2.1研究方法

2.1.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演变分析

由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特性，更加适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深入分析，所以本文选取泰尔指数进行测度。泰尔指数是由Theil在1967年首次应用到经济领域，最早泰尔指数是作为衡量区域收入差距的指标，在发展和拓展的过程中，泰尔指数也经常被用于分析其他指标的差异性[8][9]。建立经过拓展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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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N（n1,n2）为区域个数，tij为i区域j城市的专利申请授权量，pij表示i区域j城市的人口数，T、P分别表示区域内的专利申请授权总量、总人口数量。

由于湾区全局差异形成包括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到底是哪个影响大，需要进一步解析。那么把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为湾区四区域的内部差异，也就是湾区的区域内差异，另一部分为湾区四区域间的差异，即湾区区域间差异。根据以上理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进行泰尔指数分解，泰尔指数分解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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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w、Tc、Te、Th分别为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科技创新能力的泰尔指数，西湾包括肇庆市、佛山市和江门市，中湾包括广州市、中山市和珠海市，东湾包括惠州市、东莞市和深圳市，港澳湾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Tb为湾区区域间差异；tw、tc、te、th分别为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区域科技创新能力；pw、pc、pe、ph分别为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人口数量；T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P为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数量。
2.1.2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自相关演变分析

（1）全局莫兰指数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虽然提出时间不久，但是广东省和港澳的密切合作已经由来已久，而且多数情况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地理上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很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的思想来进行分析。莫兰指数一般被用来对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其具体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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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表示城市i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n表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数量；Wij为一阶地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S0是空间权重矩阵所有元素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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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取值[-1,1]，越接近于1时表示空间正相关越大，接近于-1时表示空间负相关越大。

（2）局部莫兰指数

局部莫兰指数可以对具有空间自相关的区域进行空间结构检验，反映区域内部空间结构和空间集聚的特征，其具体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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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it表示湾区第i个观测值第t年的Local Moran’s I指数，xit代表区域内第i个城市第t年的观测值，
[image: image11.wmf]t

x

表示第t年所有地区观测值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i与j是相邻的城市，zi、zj为i城市与j城市的考察变量的标准化形式，反映各地区观测值的加权平均值。

湾区局部空间结构会根据I值与Z值的大小将湾区分为四个类型区域，分别是第一象限高—高（H—H）聚集区、第三象限低—低（L—L）聚集区、第四象限高—低（H—L）聚集区、第二象限低—高（L—H）聚集区。其中第一、三象限内的城市的局部莫兰指数为正，表示象限内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强弱与周围城市存在正的空间依赖性；第二、四象限内的城市的局部莫兰指数为负，表示象限内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强弱与周围城市存在负的空间依赖性。

2.1.3建立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发展迅速，在传统回归模型中纳入空间要素，其优势是能够把面板数据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生成影响因素，从而减少了异方差性并且提高了回归拟合优度。目前形成对区域时空差异研究最多使用的两个基本理论模型，分别是空间滞后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

（1）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用于检验区域经济单元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或者扩散效应。其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image: image12.wmf]e

b

r

+

+

=

X

W

Y

y

      （10）
其中，Y为因变量，代表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X是N*K的外生解释变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W为n*n阶空间权值矩阵，一般为邻接矩阵；Wy是W的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代表地理距离对各城市之间的作用；参数β反映了X对Y的影响，ε为随机误差项。

（2）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随机扰动项来度量空间相关性关于被解释变量对区域观察值的影响程度。其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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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是n*1的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衡量区域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效应，就是相邻区域的被解释变量y对本区域观察值的影响方向和力度。

2.2指标选取

2.2.1衡量指标

关于衡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世界范围内的很多研究者使用专利数据来代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13][14][15] ，目前衡量国家或者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国际通用指标是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所为因变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包括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所以能够代表一个地区的科学研究的产出质量和产业应用水平[9][16][17]。专利的发明到授权基本上贯穿整个科技创新的过程，专利授权量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地区各部门的科技创新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同时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专利与创新具有高度相关性[18]，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万人申请专利授权量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整个国内外研究来看，主要在创新环境、创新主体、创新投入、人力资源和教育水平等方面。其中，创新环境主要由经济基础构成，一般而言经济基础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发展的越好，创新投入的力度也会加大，创新活动也会增多[19][20]，对科技创新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基础也会反映出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小[21]，多数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出经济发展会对科技创新具有反哺的作用，故本文选取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创新投入主要是R&D经费和R&D人员，R&D人员同时也是创新主体，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22]，长期以来许多研究中都表明R&D经费和R&D人员对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23][24]。R&D经费和R&D人员，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来源，能够给予科技创新活动最直接的支持和推动，两者的投入越多，科技创新能力也就会相应的越强[25]。因此本文把R&D经费和R&D人员投入作为湾区科技创新能力两个影响因素。人力资源主要包括就业人口，不少研究表明对现代社会而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创新能力与年轻人口比例有很强的联系，就业的年轻人更适合创新创业[26]。而且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通过经验的积累，就业人员的创新能力也会逐渐得到提高，产生“干中学”的效用，即劳动力随着技艺和知识的日渐成熟，年长的劳动力也会对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27]，所以可以看出就业人员有很大可能会对湾区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选取就业人数所为其中的一个解释变量。教育水平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数量，科技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高校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和研发知识[24][28]，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可能会和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有着密切的正相关联系。于是需要选取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数量作为解释变量。

本研究还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科技创新能力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FDI对地区的科技创新有一定的溢出效应，FDI较高的地区大多数都是科技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29][30]，也有部分学者分析出FDI对科技创新产生负效应，地区只能帮助国外公司建厂和生产，无法吸收其中的先进技术，有些国外公司把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工厂设立到我国地区，会产生严重的负效应[31][32]。利用外部资源还可以考虑对外开放程度，粤港澳大湾区的多数城市都是我国最早开放的一批城市，开发程度的增加也正是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量化分析中，多数研究都是以贸易依存度来代替，用地区内进出口总额比上当期的GDP作为对外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也即国际贸易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有着可观的贡献度[33][34]。故本文同时还选取了FDI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

2.2.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的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历年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关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东省科技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年报》、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共有5个缺省值，只占统计数据的1%进行了补充；珠三角9城市2015年和2016年的R&D人员依照历年工业企业R&D人员进行推算（工业企业R&D人员占全社会R&D人员95%以上），珠三角2009年R&D经费支出由于数据缺失由2008年来代替。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量纲影响，对各个指标进行了取对数的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建模分析。

3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3.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演变过程

根据上述分析以2005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首先测算湾区整体的泰尔指数，可以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整体差异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在0.3~0.35之间浮动，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0.343的水平，从2009年开始小幅下降，但到2013年又有上升的趋势，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存在城市异质性和空间差异的现象。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总体差异不仅包括区域间的差异还有区域内的差异，接下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经济体制将11个城市分成4个区域，其中，根据地理位置将肇庆市、佛山市和江门市划为西湾，将广州市、中山市和珠海市划为中湾，将惠州市、东莞市和深圳市划为东湾；考虑经济体制的不同，将香港和澳门划为港澳湾。依照上述说明，基于对泰尔指数进行进一步分解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区域间的差异出现快速的扩大趋势，从2007年差异开始较大幅度增加；区域内的差异呈现出逐步缩小的态势，从2009年缩小的速度开始较大幅度增加。从上述可以看出，泰尔指数在分解成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后，整体泰尔指数与区域间泰尔指数的变化路径高度相关，整体的泰尔指数在2009年达到峰值且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由区域间的差异持续上升所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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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演变趋势

依照4个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泰尔指数来看，如图2所示，西湾的泰尔指数是最大的，说明西湾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最大，由于肇庆市、江门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远落后于佛山市，佛山长久以来以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为经济支柱，“佛山制造”享誉全球，佛山具有科技创新的一定的先天优势，肇庆市和江门市属于湾区的后发地区，先进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传统粗放型的产业占比较大，同时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需要长期的过程，致使西湾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较大。其次是东湾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比较大，主要是由于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遥遥领先于东莞市和惠州市，深圳已经属于工业化中后期社会，即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已经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深圳也一直走在我国科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的中心，所以东莞市、惠州市与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差异也不言而喻。中湾的差异最小，广州市、中山市和珠海市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当。港澳的泰尔指数波动比较大，最高达到0.551 6，是因为港澳湾只有两个城市，且澳门产业主要是博彩业，香港服务业占到GDP的90%以上，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专利申请授权量规模较小，导致每年波动较大。从2012年开始差异快速减少，2016年泰尔指数缩小到0.016 99，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合作明显增加，澳门科技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但基数仍然较小，所以在整体实力上香港还是有很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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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空间差异演变趋势
3.2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结构相关性特征

接下来基于中国地图建立湾区的邻接权重矩阵，使用2005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域11个城市的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相关指标根据上述公式（8）测算莫兰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程度和聚集状况进行分析。

表1 2005~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情况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2005年
	-0.439 878
	-1.664 8
	0.042

	2006年
	-0.513 172
	-1.713 3
	0.026

	2007年
	-0.524 536
	-1.727 1
	0.025

	2008年
	-0.510 124
	-1.684 6
	0.033

	2009年
	-0.467 000
	-1.627 8
	0.034

	2010年
	-0.410 937
	-1.725 6
	0.025

	2011年
	-0.436 361
	-1.734 5
	0.019

	2012年
	-0.491 582
	-1.650 5
	0.043

	2013年
	-0.416 975
	-1.766 7
	0.013

	2014年
	-0.468 516
	-1.597 8
	0.045

	2015年
	-0.387 546
	-1.744 2
	0.015

	2016年
	-0.428 605
	-1.875 6
	0.005


从表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的Moran’s I的Z值均十分的显著，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P值均小于5%，表明检验结果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强烈拒绝原假设。在样本考察期内，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Moran’s I指数全部为负，表明湾区内部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即湾区内的科技创新能力出现了城市异质性、空间“虹吸效应”和空间“俱乐部”的现象，湾区内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周边是科技创新能力较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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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全局空间自相关变动趋势

如图3可知，2005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相关程度上出现了逐步缩小的运行态势，莫兰指数从2006年的-0.513 172上升到2016的-0.428 605，即空间差异减小，但2010年到2016年波动频繁成“W型”走势。2003年粤港澳大湾区推行了CEPA经过几年的行动与落实，内地与港澳不断融合创新要素流动更加便捷，湾区内部的创新协同得以发展，使得2007年到2010年湾区空间差异有较大改善。在2010年到2016年间国家更加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出台了很多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湾区内城市间的合作和交流，并完善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例如建成广深港客运专线内地段、港珠澳大桥等。有关提高公共服务有搭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创新创业平台、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和组建大量的科技投资服务机构等。建立优良的科技创新环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使得莫兰指数频繁波动但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至2016年全局的莫兰指数仍为-0.428 605，说明湾区的空间负自相关性仍然较高，空间差异依然很大，城市间的“虹吸效应”亟待改善。从总体而言，湾区空间差异有所改善，整体向好发展。

上述为全局莫兰指数分析，从湾区全局的视角对湾区总体空间依赖性进行检验分析，然而只是说明了湾区内某个城市与邻接地区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其假设是区域是同质的，不能呈现出湾区各个城市的空间聚集与极化特征，也就不能分析出湾区城市与邻接地区空间差异变化的具体情况，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下面引入局部莫兰指数对各个城市单元的空间聚集与极化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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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四个时间断点上的局部散点图

本文选取2005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段对粤港澳大湾区具体空间结构进行检验分析。首先根据这四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的空间依赖性的测算结果，四年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439 878、-0.510 124、-0.491 582、-0.428 605，P值分别为0.042、0.033、0.042、0.005，分别都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各城市具有强烈的空间负自相关性。其次根据局部莫兰指数的散点图图4，在5%的显著水平下得出2005年、2008年、2012年只有广州市和中山市位于第一、三象限，到2016年东莞进入了第一象限，表明广州市和中山市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而且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东莞在近几年的科技创新能力受到广州周边城市的带动得到了发展，其余城市都在二、四象限，并且形成了以肇庆市和江门市为中心的L—H集聚区。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城市间的相互排斥性与负相关性，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牵引作用不大，甚至出现了空间负溢出效应，城市间的“虹吸效应”现象严重。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湾区内部呈现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二元结构，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城市数量远大于科技创新能较强的城市数量，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深圳、广州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我国城市中居于前列，并且与其他城市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与深圳和广州接壤的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对差异仍然较大，由于科技创新吸收能力匮乏以及创新资源与人才等集聚于深圳和广州，其他城市自身难以得到发展。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全区和局部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仍然较大。

4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结构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模型的设定与相关检验

4.1.1模型的设定

参考余琳[25]和杨明海，张红霞，孙亚男等[9]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正确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实际情况及特点的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将2005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域11个城市的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选为因变量，GDP数额、就业人数占比、在校大学生数量、R&D投入额、R&D活动人员量、FDI数额和对外开放程度组成自变量，进行建模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image: image22.wmf]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open

fdi

rdp

rd

stu

col

job

gdp

auth

p

m

b

b

b

b

b

b

b

b

+

+

+

+

+

+

+

+

=

ln

ln

ln

ln

_

ln

ln

ln

_

ln

7

6

5

4

3

2

1

0

       (13)

其中，β0为常数截距项；p_auth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gdp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GDP总额；job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就业人数占比；col_stu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rd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R&D投入额；rdp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R&Dit万人活动人员量；fdi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FDI数额；open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开放程度，μit为湾区第i个城市第t年的随机误差项。

4.1.2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是平稳的面板数据通常使用LLC或者IPS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回归软件显示为非常平稳的面板数据，故本文选取LLC法，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指标变量
	p_auth
	gdp
	job
	col_stu
	rd
	rdp
	fdi
	open
	D.fdi
	D.open

	未调整的t值
	-6.342 1
	-3.974 2
	-8.793 6
	-8.346 6
	-4.871 9
	-13.966
	-0.609 4
	0.145 4
	-46.959 2
	-3.882 4

	调整后的t值
	-5.549 4
	-3.002 9
	-7.307 1
	-7.922
	-3.995
	-13.471
	2.293 7
	6.304
	-49.359 9
	-3.342 4

	p值
	0.000 0
	0.001 3
	0.000 0
	0.000 0
	0.000 8
	0.000 0
	0.989 1
	0.999 1
	0.000 0
	0.000 9


经过单位根的检验发现fdi，open指标数据不平稳，接受了原假设存在单位根，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平稳，p值都在5%以下，强烈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所选取的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序列属于平稳变量，排除伪回归的情况。由于面板数据存在一阶单 整变量，且各变量之间有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我们下面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目前最常使用的为kao、pedron和westerlund检验，本文使用pedron，westerlund检验分别进行了协整检验，p值均为5%以下，可以得出p_auth、gdp、job、col_stu、rd、rdp、fdi和open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

4.1.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判断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哪个更显著，需要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得出空间依赖性诊断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空间依赖性诊断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MI/DF
	统计值
	P值

	拉格朗日乘子（滞后模型）
	1
	14.743
	0.000

	稳健拉格朗日乘子（滞后模型）
	1
	13.926
	0.000

	拉格朗日乘子（误差模型）
	1
	0.820
	0.365

	稳健拉格朗日乘子（误差模型）
	1
	0.003
	0.960


根据表3空间依赖性诊断检验结果可知LMLAG以及Robust-LMLAG都要比LMERR和Robust-LMERR更加显著，且LMLAG和Robust-LMLAG均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因此根据LM检验结果应该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来分析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更为合适。

4.2空间回归模型估计

4.2.1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

在对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2009~2016年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回归之前先使用最小二乘法一般性的回归检验，对模型方程（13）OLS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
	模型
	系数
	T统计量
	P值

	Constant
	-3.920 13
	-1.93
	0.058

	lngdp
	-0.183 10
	-1.00
	0.321

	lnjob
	 1.224 29
	2.09
	0.040

	lncol_stu
	 0.042 32
	0.71
	0.481

	lnrd
	 0.554 58
	4.06
	0.000

	lnrdp
	0.414 40
	1.86
	0.067

	lnfdi
	 -0.400 09
	-3.68
	0.000

	lnopen
	0.244 39
	2.00
	0.048

	R²
	0.913 60
	
	

	F
	120.85
	
	


由表4回归结果看出，通过OLS估计的拟合度达到0.913 6，表明上述所构建的模型在整体是非常显著的，但GDP的影响系数为负，与一般理论不符，而且经过B-P检验得到P值为0.097，显著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所构建的OLS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即OLS估计中的所得不是有效估计量，随机误差因子很有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所以此时非常有必要将空间因素考虑其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

4.2.2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OLS估计存在缺陷，无法准确解释相关研究，此时加载空间权重矩阵之后，对式（13）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在空间回归之前进行了Hausman检验，经检验豪斯曼统计量为正值，即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则应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从赤池信息准则AIC值可以看出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再看R²、LogL和Sigma²三个统计量，其中R²、LogL越高，Sigma²越低，表明拟合优度越高。综上检验，选取空间SLM模型的固定效应作为本文分析的空间回归模型最为契合。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5空间SEM模型和空间SAR模型回归结果

	指标变量
	空间SEM模型
	空间SAR模型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Constant
	-6.876 8＊
(-1.77)
	——
	-7.304 15
	——

	Sptial
	-0.037 63
(-0.23)
	-0.076 06
(-0.46)
	-0.148 88＊
(-1.63)
	-0.227 39＊＊
(-2.00)

	lngdp
	0.189 48
(0.76)
	0.388 39
(1.39)
	0.291 47
(1.14)
	0.559 92＊＊
(2.02)

	lnjob
	1.575 283＊
(1.86)
	0.855 61
(0.92)
	1.484 22＊
（1.75）
	0.931 58＊＊
(2.15)

	lncol_stu
	-0.259 08＊
(-1.82)
	-0.286 93＊
(-1.66)
	-0.247 15＊
（1.73）
	-0.274 79
(-1.58)

	lnrd
	0.485 25＊＊＊
(3.19)
	0.476 74＊＊＊
(3.15)
	0.523 97＊＊＊
(3.58)
	0.522 55＊＊＊
(3.65)

	lnrdp
	0.419 31＊
（1.83）
	0.270 25
(1.16)
	0.416 57＊＊
(2.03)
	0.313 77＊＊＊
(2.75)

	lnfdi
	-0.170 78＊＊
（-2.29）
	-0.170 33＊＊
(-2.44)
	-0.169 22＊＊
(-2.33)
	-0.165 6＊＊
(-2.45)

	lnopen
	-0.516 24＊＊＊
(-2.82)
	-0.634 18＊＊＊
(-2.86)
	-0.619 73＊＊＊
(-3.14)
	-0.712 86＊＊＊
(-3.16)

	R²
	0.813 8
	0.820 4
	0.822 9
	0.828 9

	LogL
	-12.569 5
	19.307 3
	-11.713 6
	21.138 9

	Sigma²
	0.044 8
	0.037 67
	0.042 46
	0.035 56

	AIC
	11.632 5
	-17.523 4
	10.123 5
	18.756 3


注：（1）表格中小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应的Z值；（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如表5所示，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影响系数为-0.227 39，且显著水平达到5%，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邻接地区的空间影响效应非常显著，空间回归系数为负值，这也与上文莫兰指数的测算结果正好相符，呈现出湾区内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变化与邻接地区之间存在着负向动态关系；经济基础对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弹性为0.559 92，并在5%的显著水平上，这与传统的回归结果相反，这是由于传统回归没有考虑空间因素所致，从空间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越好越重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人力资源的影响系数为0.931 58，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就业人口对科技创新的正向影响也不容小觑，粤港澳大湾区对外来高层次的劳动力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湾区的产业结构相对较高，劳动力效率也随之增加，对湾区的科技创新仍有较大的促进作用；R&D经费与R&D人员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很显著的正向影响，R&D经费与R&D人员投入的空间回归影响系数分别是0.522 55和0.313 77，这表明两者对科技创新有着直接有效的正向作用，成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主要路径；高校大学生的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表现出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高校在校大学生数量的提升不能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于湾区高校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没有被有效的培养和激发，理论与实践结合地不够，而且未来成为科研人才的数量不多，导致对湾区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9]；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度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且都非常显著，说明FDI和对外贸易对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阻滞作用，利用外资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弹性为-0.165 6，即当FDI增加一万元，湾区科技创新能力会下降0.165 6%，说明FDI对湾区创新能力有着阻碍作用，也与一些学者研究结果相似[35],可能是因为湾区对国外科学技术的吸收能力还有待提高，对于自身科学创新有所替代，忽视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对外开放度影响系数也为显著的负值，找寻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些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城市的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像香港、珠海等城市，但香港和珠海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湾区内并不出色，而且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存在很大的差异[36]。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精密，模仿学习难度加大，而且基本上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很强，所以很难有技术溢出。出口企业会存在出口后的惰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生产率在逐渐退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很多企业出现了出口的“生产率悖论”[37]。
5 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间差距，是湾区整体差异性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从各个区域来看，西湾科技创新能力差异最大，近几年仍具有上升的态势，东湾次之，但近期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中湾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港澳湾的波动幅度比较大，整体是频繁波动下降的态势。湾区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表现出了相互排斥性，深圳市、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对邻接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更有吸引力和向心力，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致使对邻接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有一定的负向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扩散效应不明显。经济基础、人力资源、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对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校大学生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作用不显著，甚至有阻滞作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均有显著的负相关作用，这点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最近几年创新联动有所发展，但仍有很大上升空间，与全球一流湾区还有很大差距。促进创新要素便捷流动、降低要素流动门槛、提高湾区创新主体合作共享和协作整合水平、建立良好合作机制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成为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亟待发力的关键点。根据上述的分析与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与启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的本质特征，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大陆发展中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所在。此时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中央可以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另一方面，应该重视湾区城市间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加强高科技创新能力地区与低科技创新能力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与互动，促进地区间共同发展，缩小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异质性，发挥好政府在各城市中的粘合剂作用，改善地区间的“虹吸效应”，进而发挥出空间“溢出效应”。高科技创新能力地区及时帮助低科技创新能力地区提高吸收能力，更高效地接受空间溢出。再次，加强培养在校大学生的科研能力，激发科技创新兴趣，并建立与科技创新企业人才合作与共享机制，使在校大学生拥有学以致用的科技创新平台。最后，我们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贸易往来，提高对外来技术和高价值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煲一锅创新驱动的浓汤，让锅里包含的所有优质食材相互作用，充分融合，在足够的时长下成为一锅“色香味”俱全的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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